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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香农-威纳指数和 K-L 散度测度中国高技术产业结构多样性与
专业性，分析了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特别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高技术产

业服务业结构、高技术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及不同地区产业规模条
件下，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不同的 U 型非线性关系，基于此判断各地区高技术产
业结构调整方向; 地方与全国高技术产业结构的差异化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各地应寻找有差异的最

优结构; 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利于经济增长，应鼓励增加其比重; 大中型高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经

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应鼓励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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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调整结构转型升级、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深入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

增长动力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罗斯托为代表的强调结构主义分析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依次更替的过程，经济增长本质上是

由产业结构变动推动的总量增长。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证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始终伴随
着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生产要素不断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当前，中国已
经进入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亟需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关系的理论探
索，指导产业空间布局调整，释放结构红利。
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但关于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仍值得

深入研究。随着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与技术创新紧
密相关的高技术产业发展也备受瞩目，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战略共

识。然而，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仍凸显出一些重要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深入探讨:
第一，基于各省份具有不同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处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各省份是否应当沿着不同

的多样化、专业化路径形成有差异的最优结构; 第二，在强劲的发展势头下，地方与国家宏观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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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趋同，这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三，高技术产业中制造业与服务业

的比重关系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第四，应当形成怎样的高技术企业规模结构更为有利。这些将是本
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外部性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以 Marshall［1］、Arrow［2］和 Ｒomer［3］为代表的

“MAＲ外部性”。这种观点认为专业化的产业结构会促进知识溢出，因为地理与功能相近的企业之间更易
于产生学习与创新，并且使生产资料的使用更加集中和有效率，供给成本较低;另一种是以 Jacobs［4］为代表
的“Jacobs外部性”。这种观点则认为产业的多样化更有利于知识的溢出与扩散，创新更多地来源于不同
的产业之间。国内外学者从多种角度探索了这两种外部性产生的经济效应，得到的观点各异。
部分学者认为 MAＲ 外部性有利于经济增长。Bishop and Gripaios［5］、Mameli et al．［6］分别考察了

英国和意大利的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程度对就业的影响，均认为产业结构专业化形成的集聚效应有

利于增加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蒋媛媛［7］基于 1990—2007 年的省域数据，使用地区加权区位商
指数和偏离份额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专业化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得出产业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的结论; 张其仔等［8］基于 2002—2007 年的省域数据，使用联
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地区专业化是经济复杂度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更多的学者研究则发现 Jacobs 外部性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方面，产业的多样化有助于

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地区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通过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9-12］; 另一方面，产业的多

样化加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13-17］。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并不是
任何条件下的 Jacobs 外部性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只有当各产业的技术间具有互补性或相关性，即在
相关多样化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多样化才可以通过促进就业或者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18-20］。
关于两种外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讨论还得到一些其他的结论，如产业结构专业化与多样

化在合理组合的基础上都有利于经济发展［21］，或者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22］; 又如两种外

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不同的区域产业规模［23］或不同的产业种类［24］而不同; 再如两种外部性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 U 型关系等［25-27］。
在关于高技术产业结构外部性的研究中，Paci and Usai［28］研究了意大利高技术产业结构外部性

的知识溢出效应，认为高技术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利于促进技术创新; 赵玉林和魏芳［29］使用熵指数和

行业集中度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集聚程度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集

聚度带来经济的高增长，也加剧了各地区间的差异;孙玉涛等［30］运用Moran I 指数方法测度了高技术产
业结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除航空航天制造业外，其他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戴魁早［31］采用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和分解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的生产率效应，发现高
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有关高技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针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更

细致的结构性问题仍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由于数据获取困难等原因，已有研究多仅以高技术产业制
造业为样本，并且在考察高技术产业结构外部性的过程中较少将产业规模因素纳入考虑。本研究基
于 2003—2013 年中国省域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的面板数据，采用赫芬达尔-赫希
曼指数、香农-威纳指数和 K-L 散度度量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的多样化和专业化程度，在全国
总样本及不同规模地区样本的基础上，分别实证分析了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特

别考察了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结构、高技术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和内

在动力［32］。实践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不可持续的要素投入扩张转变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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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素生产率，而生产要素发挥生产作用必然依托一定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影响着要素的配置和

生产效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不断从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配置到较高的部
门，带来“结构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既是经济增长的内在需求，也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受到要素K、L的投入以及技术系数A的影响。本质上，专业化

的产业结构所产生的“MAＲ外部性”以及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所产生的“Jacobs 外部性”通过不同路径提高
要素生产率或影响要素投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图 1 显示了两种产业结构外部性的影响机理。

图 1 产业结构专业化、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MAＲ 外部性”发生于同一产业内，产业的专业
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部性的产生和经济增长。首
先，分工理论指出专业化有利于形成熟练的技术，提

高生产效率。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专业化生产能最大
程度发挥要素的生产作用; 其次，产业结构专业化有

助于同一产业的企业形成地理集聚，产生集聚效应。
集聚有利于产业内的知识扩散和技术溢出，也有利于

增加就业［5-6］; 再次，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使同类企业共

享要素市场，降低了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要

素的使用效率; 最后，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加强了产业

内部竞争，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Jacobs 外部性”发生于不同产业间，产业的多样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产生外部性，促进经济增
长。首先，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缩短了不同产业知识和信息流动的距离，使不同产业的企业间产生技
术溢出。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集聚和碰撞，增加了新技术产生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和促
进经济增长; 其次，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丰富就业类型，减少劳动力流失，因而劳

动要素的投入得到增加; 最后，产业多样化有助于完善产业链，形成区位优势，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提

高要素的生产率［17］。
四、研究设计
( 一) 产业分类与数据来源说明

鉴于数据获取困难等原因，当前国内有关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多以高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为研究

对象，本文试图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纳入研究。对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的分类采用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2013) 》的分类办法，将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为“医药
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类，数据来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对高技术产业服
务业的分类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 分类( 2013 ) 》，并综合考虑省域数据的可
获得性，选择“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代表，数据来源为
《中国统计年鉴》①。其他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 二)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被解释变量 使用地区生产总值( Gross Ｒegional Product，简称 GＲP) 为被解释变量，直观反映地
区经济发展情况。
主要解释变量 选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 HHI) ”、“香农威

纳指数( Shannon-Wiener Index，简称 SI) ”和“K-L 散度( 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简称 KLD) ”三种
指标对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多样性与专业性进行测度，并且引入平方项“HHI2”和“SI2”为解释变量
考察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多样化、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为了从多角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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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高技术产业结构多样化、专业化问题，本文还将“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 /地区总从业人数( H /T) ”、
“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从业人数 /高技术产业总从业人数( S /T) ”以及“大中型高技术企业数② /高技术
企业总数( L /T) ”作为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除以上主要解释变量外，还有一些相关程度较高的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需要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分析。第一，由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资本、劳动力与技术
因素具有直接的经济增长效应，因此引入“资本( K) ”、“劳动力( L) ”和以“专利申请受理数( P) ”表
示的技术创新三种控制变量; 第二，经济要素的集聚效应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33］，选取“人口密度
( PD) ”作为代理变量表征要素集聚;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
“开放性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方面反映经济体制改革效应。“开放性程度”通过“外商直接投
资( FDI) 占 GＲP比重( F /G) ”表示，“市场化程度”通过“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N /T) ”表示。具
体的变量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解释变量、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单位)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
变量
地区生产总值( 元) GＲP

主要解
释变量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
计算公式为: HHI =∑m

j = 1 ( Sij )
2，其中 Sij = xij /∑m

j = 1 xij，xij表示 i省 j产业的从
业人数，m 为高技术产业种类数。HHI 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1 /m ( 本文为
1 /7，约 0． 143) 。HHI值越接近于 1，表示 i省高技术产业专业化程度越高

香农-威纳指数 SI

计算公式为: SI = － ∑m
j = 1 Sij × lnSij。SI 的最大值为 ln ( m) ( 本文为 ln7，约

1. 946) 。SI值越接近于 ln( m) ，表示 i省高技术产业种类越多，即多样化程度
越高，同时从业人员越平均地分布于这些产业。与 HHI 相比，SI 不易受到主
导产业的影响，能更准确地反映地区高技术产业多样性

K-L散度 KLD
计算公式为: KLD =∑m

j =1Sij × ln( Sij / qj ) ，其中 qj 表示全国范围内 j产业从业人数
占高技术产业份额。KLD用来衡量 i省与全国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的相对差异，
KLD值越大，表示二者差异越大，KLD最小值为0，表示二者完全相同

HHI平方项 HHI2

SI平方项 SI2
考察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多样化、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 /地区总
从业人数

H /T 考察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从业人数 /
高技术产业总从业人数

S /T 考察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制造业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大中型高技术企业数 /高技术
企业总数

L /T 考察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控制
变量

资本( 元) K 资本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
劳动力( 人) L 劳动力以“地区总从业人数”表示
专利申请受理数( 件) P 表征技术创新因素

人口密度( 人 /平方公里) PD 地区人口总数与地区面积的比值，表征要素集聚

外商直接投资占 GＲP比重 F /G 表征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开放性效应

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N /T 表征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化效应

注: 各省面积资料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网 http: / /www． gov． cn /guoqing /gq_ztdf． htm。

数据处理 ( 1) 定基处理 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影响，以 2003 年为基期，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对 GＲP 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定基处理; ( 2) 平滑处理 对 GＲP、
K、L、P、PD 五个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做平滑处理; ( 3 ) 选取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数据 为了减少内生
性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的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均为滞后一期的数据。
( 三) 主要解释变量均值分析

对各省、自治区 2003—2013 年间主要解释变量的均值进行计算，并且，为深入考察不同高技术
产业规模条件下研究结果的差异，本文依据 2003—2013 年间高技术产业平均从业人数将全国 31 个
省、自治区分为大规模地区( 大于 50 万人) 、中等规模地区( 10 万至 50 万人) 及小规模地区( 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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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三类，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3—2013 年各省、自治区主要解释变量均值统计结果

H /T S /T L /T HHI SI KLD

大
规
模
地
区

广东 0． 304［1］ 0． 105［31］ 0． 321［1］ 0． 438［4］ 1． 163［28］ 0． 301［15］
江苏 0． 244［2］ 0． 116［30］ 0． 274［5］ 0． 334［9］ 1． 409［19］ 0． 194［20］
北京 0． 165［4］ 0． 756［6］ 0． 161［24］ 0． 312［11］ 1． 405［20］ 0． 403［13］
浙江 0． 098［7］ 0． 270［28］ 0． 156［25］ 0． 233［21］ 1． 612［10］ 0． 118［27］
上海 0． 183［3］ 0． 319［25］ 0． 249［7］ 0． 222［26］ 1． 669［5］ 0． 046［31］
山东 0． 067［14］ 0． 271［27］ 0． 175［19］ 0． 208［28］ 1． 681［4］ 0． 105［28］
均值 0． 177 0． 306 0． 223 0． 291 1． 490 0． 195

中
等
规
模
地
区

四川 0． 086［8］ 0． 405［23］ 0． 216［13］ 0． 207［29］ 1． 694［3］ 0． 136［26］
河南 0． 055［20］ 0． 443［22］ 0． 218［12］ 0． 247［18］ 1． 575［12］ 0． 296［17］
陕西 0． 105［6］ 0． 473［21］ 0． 277［4］ 0． 222［27］ 1． 637［8］ 0． 543［11］
福建 0． 079［10］ 0． 252［29］ 0． 247［8］ 0． 298［13］ 1． 502［16］ 0． 073［30］
辽宁 0． 070［12］ 0． 488［19］ 0． 126［29］ 0． 194［31］ 1． 774［1］ 0． 153［25］
湖北 0． 064［15］ 0． 483［20］ 0． 168［22］ 0． 228［23］ 1． 640［7］ 0． 174［22］
天津 0． 141［5］ 0． 293［26］ 0． 210［14］ 0． 292［15］ 1． 494［17］ 0． 078［29］
河北 0． 054［22］ 0． 511［16］ 0． 174［20］ 0． 239［19］ 1． 559［14］ 0． 299［16］
湖南 0． 054［23］ 0． 519［14］ 0． 138［27］ 0． 224［24］ 1． 645［6］ 0． 182［21］
江西 0． 083［9］ 0． 350［24］ 0． 190［16］ 0． 200［30］ 1． 732［2］ 0． 172［23］
黑龙江 0． 049［24］ 0． 673［10］ 0． 180［17］ 0． 302［12］ 1． 405［21］ 0． 567［10］
安徽 0． 056［18］ 0． 489［18］ 0． 153［26］ 0． 223［25］ 1． 630［9］ 0． 163［24］
吉林 0． 073［11］ 0． 542［13］ 0． 134［28］ 0． 295［14］ 1． 392［22］ 0． 605［8］
山西 0． 049［25］ 0． 553［12］ 0． 245［9］ 0． 267［16］ 1． 476［18］ 0． 213［19］
广西 0． 057［17］ 0． 584［11］ 0． 169［21］ 0． 255［17］ 1． 506［15］ 0． 268［18］
重庆 0． 064［16］ 0． 514［15］ 0． 270［6］ 0． 233［22］ 1． 598［11］ 0． 332［14］
云南 0． 042［28］ 0． 797［4］ 0． 165［23］ 0． 363［5］ 1． 194［27］ 0． 653［6］
贵州 0． 056［19］ 0． 500［17］ 0． 305［3］ 0． 236［20］ 1． 569［13］ 0． 659［5］
内蒙古 0． 041［29］ 0． 768［5］ 0． 210［15］ 0． 336［6］ 1． 201［26］ 0． 634［7］
甘肃 0． 049［26］ 0． 713［8］ 0． 231［10］ 0． 332［10］ 1． 365［23］ 0． 450［12］
均值 0． 066 0． 517 0． 201 0． 260 1． 529 0． 332

小
规
模
地
区

新疆 0． 029［31］ 0． 929［1］ 0． 086［31］ 0． 506［1］ 0． 871［31］ 0． 854［2］
海南 0． 044［27］ 0． 703［9］ 0． 230［11］ 0． 335［8］ 1． 223［25］ 0． 588［9］
青海 0． 069［13］ 0． 858［3］ 0． 180［18］ 0． 453［2］ 0． 984［29］ 0． 809［3］
宁夏 0． 041［30］ 0． 726［7］ 0． 318［2］ 0． 336［7］ 1． 235［24］ 0． 673［4］
西藏 0． 055［21］ 0． 879［2］ 0． 112［30］ 0． 453［3］ 0． 914［30］ 0． 880［1］
均值 0． 047 0． 819 0． 185 0． 416 1． 045 0． 761

全国均值 0． 085 0． 525 0． 203 0． 291 1． 444 0． 375

注: 各省各变量均值后括号内数字为该省的全国排名。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均值计算结果可总结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产业规模较大地区多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

份，较小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 第二，随着地区产业规模由小到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

比重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 第三，产业规模较小地区高技术产业种类相对单一，因而其 HHI 值较
高，SI值较低; 第四，经济欠发达省份的 KLD值较高，即地方与国家产业结构差异较大，相反经济发达
省份二者差异则较小。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解释变量相关性检验

为避免解释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需对各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除
HHI，SI，HHI2和 SI2之间理应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之外( 不会将 HHI 与 SI 同时引入回归模型) ，其余各
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0． 8，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判定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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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ln( K) ln( L) ln( PD) ln( P) F /G N /T H /T S /T L /T HHI HHI2 SI SI2 KLD

ln( K) 1． 000
ln( L) 0． 790 1． 000
ln( PD) 0． 526 0． 693 1． 000
ln( P) 0． 777 0． 779 0． 748 1． 000
F /G － 0． 051 0． 011 0． 392 0． 154 1． 000
N /T 0． 750 0． 674 0． 667 0． 727 0． 215 1． 000
H /T 0． 372 0． 390 0． 473 0． 600 0． 363 0． 333 1． 000
S /T － 0． 594 － 0． 640 － 0． 722 － 0． 730 － 0． 273 － 0． 570 － 0． 613 1． 000
L /T 0． 221 0． 109 0． 243 0． 247 0． 075 0． 168 0． 332 － 0． 344 1． 000
HHI － 0． 400 － 0． 471 － 0． 625 － 0． 417 － 0． 008 － 0． 386 0． 122 0． 492 － 0． 082 1． 000
HHI2 － 0． 380 － 0． 461 － 0． 644 － 0． 406 － 0． 031 － 0． 387 0． 114 0． 484 － 0． 108 0． 989 1． 000
SI 0． 479 0． 582 0． 703 0． 541 0． 040 0． 443 0． 024 － 0． 615 0． 110 － 0． 972 － 0． 951 1． 000
SI2 0． 474 0． 565 0． 669 0． 528 0． 028 0． 425 0． 009 － 0． 602 0． 081 － 0． 963 － 0． 929 0． 995 1． 000
KLD － 0． 494 － 0． 642 － 0． 752 － 0． 648 － 0． 221 － 0． 507 － 0． 318 0． 766 － 0． 112 0． 670 0． 662 － 0． 767 － 0． 756 1． 000

( 二) 回归分析

1． 全国总样本回归分析
全国总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将各解释变量逐次有选择地引入模型，得到模型( 1 ) 至模型

( 8) 。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主要有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三种，应先根据 F 检
验判断选择混合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后根据豪斯曼( Hausman) 检验判断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表 4 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ln( K) 0． 560＊＊＊
( 37． 71)

0． 566＊＊＊
( 37． 66)

0． 566＊＊＊
( 37． 70)

0． 566＊＊＊
( 37． 74)

0． 562＊＊＊
( 37． 34)

0． 566＊＊＊
( 37． 66)

0． 563＊＊＊
( 37． 42)

0． 556＊＊＊
( 37． 51)

ln( L) 0． 171＊＊＊
( 3． 82)

0． 172＊＊＊
( 3． 88)

0． 191＊＊＊
( 4． 17)

0． 192＊＊＊
( 4． 19)

0． 184＊＊＊
( 4． 01)

0． 190＊＊＊
( 4． 13)

0． 184＊＊＊
( 4． 01)

0． 437＊＊＊
( 14． 28)

ln( P) 0． 036＊＊
( 2． 28)

0． 034＊＊
( 2． 14)

0． 035＊＊
( 2． 19)

0． 034＊＊
( 2． 15)

0． 036＊＊
( 2． 24)

0． 035＊＊
( 2． 18)

0． 034＊＊
( 2． 17)

0． 024
( 1． 62)

ln( PD) 0． 863＊＊＊
( 8． 12)

0． 818＊＊＊
( 7． 59)

0． 840＊＊＊
( 7． 75)

0． 829＊＊＊
( 7． 63)

0． 837＊＊＊
( 7． 72)

0． 838＊＊＊
( 7． 72)

0． 841＊＊＊
( 7． 76)

0． 097＊＊＊
( 5． 21)

F /G 0． 021
( 1． 60)

0． 022*

( 1． 70)
0． 019
( 1． 43)

0． 019
( 1． 50)

0． 019
( 1． 47)

0． 019
( 1． 47)

0． 018
( 1． 39)

0． 013
( 0． 99)

N /T 0． 328＊＊＊
( 3． 19)

0． 323＊＊＊
( 3． 15)

0． 338＊＊＊
( 3． 30)

0． 343＊＊＊
( 3． 35)

0． 367＊＊＊
( 3． 56)

0． 343＊＊＊
( 3． 33)

0． 361＊＊＊
( 3． 49)

0． 087
( 0． 89)

H /T 0． 460*

( 1． 78)
0． 645＊＊
( 2． 38)

0． 585＊＊
( 2． 14)

0． 741＊＊
( 2． 46)

0． 747＊＊
( 2． 49)

0． 658＊＊
( 2． 21)

0． 656＊＊
( 2． 20)

1． 074＊＊＊
( 4． 71)

S /T 0． 170＊＊
( 2． 12)

0． 131
( 1． 56)

0． 191＊＊
( 1． 97)

0． 213＊＊
( 2． 18)

0． 165*

( 1． 65)
0． 171*

( 1． 71)
－ 0． 130
( － 1． 56)

L /T － 0． 140
( － 1． 58)

－ 0． 140
( － 1． 58)

－ 0． 143
( － 1． 62)

－ 0． 143
( － 1． 61)

－ 0． 131
( － 1． 47)

－ 0． 109
( － 1． 37)

HHI － 0． 254
( － 1． 23)

－ 1． 309＊＊
( － 1． 97)

HHI2 1． 552*

( 1． 67)

SI 0． 050
( 0． 62)

－ 0． 541
( － 1． 28)

SI2 0． 209
( 1． 43)

KLD 0． 369＊＊＊
( 7． 31)

截面数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总样本数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341
Ｒ2 0． 981 0． 982 0． 982 0． 982 0． 982 0． 982 0． 982 0． 982
F检验 P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豪斯曼检验 P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998
回归方法选择 FE FE FE FE FE FE FE ＲE
注: ( 1) *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 2) 回归结果括号内数字表示各变量 t 检验值;

( 3) 所使用的计量软件为 stata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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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经过 F 检验，模型( 1) 至模型( 8) 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混合效应模型原假
设，经过豪斯曼( Hausman) 检验，模型( 1) 至模型( 7) 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 8) 接受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各控制变量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其对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这与理论预期一致。资

本( K) 、劳动力( L) 和人口密度( PD) 三个变量在所有模型中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专利申
请受理数( P) 在模型( 1) 至模型( 7) 中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下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占 GＲP 比重
( F /G) 在模型( 2) 中的系数在10% 的水平下显著; 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N /T) 在模型( 1) 至模
型( 7) 中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服务业表现出其重要性，但大中型高

技术企业不利于经济增长。H /T 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为正，并且均在不同的水平下表现出显著
性，表示高技术产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力; S /T 的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为正，且在模型( 2) 、( 4) 和
( 5) 中在 5%的水平下显著，在模型( 6) 和( 7 ) 中在 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示增加高技术产业服务
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比重将会产生经济增长效应。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具有高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是
现代服务业的高端环节，培育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对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

义; L /T 的系数在模型( 1) 至模型( 8) 中均为负，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大中型高技术企业不利于经济增
长。事实上，中小型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自主性，有利于创造较高的创新效
益。英国小企业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科技型中小企业人均创新成果比大企业高 2． 5 倍。高技术产
业要特别关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多样化与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均无显著的线性影响，但 HHI 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模型( 4) 中HHI的系数为负，模型( 6) 中 SI的系数为正，但是二者均不显著。
这表示，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对经济增长都没有特别显著的线性影响，只在一定

程度上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拒绝了MAＲ外部性，支持 Jacobs外部性的假设。为了进一步考察HHI，SI
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模型( 5) 和( 7) 分别引入了 HHI2和 SI2。结果显示，模型( 5)
中HHI的系数为负，在5% 的水平下显著，HHI2的系数为正，在10% 的水平下显著，模型( 7) 中 SI的
系数为负，SI2的系数为正，均不显著，表明HHI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关系，SI 与
经济增长之间则不存在。这意味着，当HHI大于临界值“HHI* = 0． 422③”时，增加产业结构专业性有
利于经济增长，当其小于临界值时，增加产业结构多样性有利于经济增长。由表 2 可知全国 HHI 均值
为 0． 291，低于临界值，因此从全国层面来看，应当从整体上提高全国高技术产业的多样化程度。
另外，模型( 8) 还引入 KLD 为解释变量，其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这表示当各个省

份的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与国家高技术产业整体结构差异越大，越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各
省应避免与全国高技术产业结构的趋同，应当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最优高技术产业结构，培育

和发展各省主导产业。
2． 按省域产业规模分组回归分析
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多样化、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区域产业规模的不同而不

同［23］，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中，中等规模地区包含 20 个省区( N = 20 ) ，时间序列长度为 11 年( T =
11) ，属于短面板数据。根据 F 检验与豪斯曼( Hausman) 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等规模地
区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大规模地区包含 6 个省区( N = 6) ，小规模地区包含 5 个省区( N = 5) ，因此这
两类地区的数据为长面板数据，需要设定扰动项的具体形式。本节针对这两类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
使用似然比( LＲ) 检验、沃尔德( Wald) 检验和布伦斯帕甘( Breusch-Pagan) 检验方法考察其是否具有
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及组间同期相关( 见表 5 ) 。由表 5 结果可知，大规模地区数据的随机扰动
项存在组间异方差、一阶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小规模地区数据的随机扰动项存在组间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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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大规模地区、小规模地区长面板数据相关检验结果

组间异方差 组内自相关 组间同期相关

似然比
检验统计量

沃尔德检验
F统计量

布伦斯-帕甘
检验 LM统计量

大规模地区 25． 75＊＊＊ 5． 797* 23． 850*

小规模地区 38． 97＊＊＊ 51． 774＊＊＊ 8． 667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
平下显著。

差和一阶组内自相关，不存在组间同期相关。因
此，针对大规模地区采用同时处理组内自相关与

组间同期相关的 FGLS 法进行估计，并加入选择
项“panels( cor) ”表示假定各扰动项同期相关且
存在异方差，针对小规模地区采用 PCSE 方法进
行估计，并加入选择项“hetonly”表示仅考虑组间
异方差，不考虑组间同期相关。此外，对大规模
地区及小规模地区数据均约束每个截面的自回归

表 6 分省域规模 HHI 和 HHI2，

SI和 SI2 的回归结果

大规模地区 中等规模地区 小规模地区

HHI － 4． 058＊＊＊
( － 4． 59)

－ 1． 259
( － 0． 68)

6． 353＊＊
( 2． 27)

HHI2 6． 321＊＊＊
( 4． 38)

1． 105
( 0． 32)

－ 6． 144＊＊
( － 2． 19)

临界值 HHI* 0． 321 — 0． 517

SI － 3． 677＊＊＊
( － 4． 75)

－ 1． 433
( － 1． 19)

2． 145＊＊
( 2． 51)

SI2 1． 231＊＊＊
( 4． 69)

0． 508
( 1． 30)

－ 1． 218＊＊＊
( － 2． 74)

临界值 SI* 1． 494 — 0． 881

注: ( 1) * 、＊＊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水平下显著; ( 2) 回归结果括号内数字表示各变量
t 检验值; ( 3) 所使用的计量软件为 stata12． 0。

系数相等。表 6 显示了三类地区数据 HHI 和
HHI2，SI 和 SI2的回归结果。
大规模地区和小规模地区高技术产业内部

结构多样化、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
非线性关系，但方向相反( 见图 2) 。具体而言，大
规模地区 HHI 与 SI 的系数为负，HHI2与 SI2的系
数为正，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中等规模地区
各变量系数符号与大规模地区一致，但不具有显

著性; 小规模地区各变量系数符号与大规模地区

相反，并在不同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着地区产
业规模的减小，HHI，SI与经济增长之间非线性关
系的显著性先减弱再增强，并逐渐向相反方向发

展。即对于大规模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

图2 大规模地区、小规模地区HHI 和 SI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研究结论使用 stata12． 0 软件绘制得到。

间存在显著的正 U 型非线性关系，当
HHI 大于临界值④“HHI* = 0． 321”或
SI小于临界值“SI* = 1． 494”时，增加
产业结构专业性有利于经济增长，反之

则增加产业结构多样性更有利。对于小
规模地区正相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当
HHI小于临界值“HHI* = 0． 517”或 SI
大于临界值“SI* = 0． 881”时，增加产
业结构专业性有利于经济增长，反之则

增加产业结构多样性更有利。结合表 2
统计结果，大规模地区 HHI 均值为
0. 291，小于临界值，SI 均值为 1． 490，与
临界值相当，应提高大规模地区整体

的⑤产业多样化程度。小规模地区 HHI均值为 0． 416，小于临界值，SI均值为 1． 045，大于临界值，增加
小规模地区整体的产业结构专业性有利于经济增长。
( 三)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中国各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均衡性，产业规模差异较大，部分省份数据的极端值可能

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节对此加以检验。具体地，在 2003—2013 年期间，广东( 平均 323． 01
万人) 、江苏( 平均 189． 45 万人) 和西藏( 平均 1． 15 万人) 三个地区的平均从业人员数极端过大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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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这里将三个地区从研究样本中剔除后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
性较之前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⑥。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中国省域 2003—2013 年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考察

了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多样化、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 1) 全国高技术
产业内部结构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U 型非线性关系; ( 2) 大规模地区高技术产业结
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正 U 型非线性关系，小规模地区高技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
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 ( 3) 各省份与全国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的差异越大，越显著推动经济增长;
( 4) 增加高技术产业服务业比重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 5) 大中型高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不
利于经济增长。
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是: 第一，从整体上应提高全国高技术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第二，大规

模地区应整体上增加高技术产业的多样性，小规模地区应整体上增加其专业性。具体地，在大规模
地区中，广东与江苏增加高技术产业专业性，浙江、上海和山东增加其多样性更为有利，北京二者均
可; 在小规模地区中，海南、青海、宁夏和西藏增加高技术产业专业性更有利，新疆二者均可; 第三，各
省份应尽力避免与全国高技术产业结构的趋同。在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过程中，各个省份不应效仿国
家高技术产业结构，应当基于各自资源的比较优势，寻找适合本省的最优高技术产业结构; 第四，鼓

励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发展。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作为基于高技术和支撑科技创新的新兴服务业态，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增加全国特别是大规模地区高技术产业服务业比重，从财税、金融、人才等
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应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 第五，鼓励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发展。科
技型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群体，设计一系列扶持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政策对于促进高技术产业

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高技术产业制造业统计数据可以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获取，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是根据国
家统计局颁布的《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分类( 2013) 》加工整理的统计资料，因此其仅包含制造业数据，当前并没有
专门针对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的官方统计年鉴。尽管《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可以作为研究参考，但该年鉴关于
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的统计资料缺乏省域层面数据，并且从 2006 年起开始编辑出版，不足以支撑研究需要，故选择
《中国统计年鉴》作为高技术产业服务业的产业分类参考与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从 2003 年起对产业统计
口径做了较大调整，2003 年以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据不可得，故本研究样本区间选择 2003 至
2013 年。此外，尽管《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存在一定差异，但本文搜集的关于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指标仅为从业人员数及企业数，且同一数据的来源唯一，因此统计口径差异的问题

可不作考虑。
②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大中型高技术企业统计口径在 2011 年进行了较小调整。2011 年以前统计口径
为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300 人及以上且年主营业务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且年资产合计 40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
工业企业，2011 年及以后年份统计口径为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300 人及以上且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
的法人工业企业。

③ 根据“dY /dHHI = 0”，即“d( 1． 552HHI2 － 1． 309HHI) /dHHI = 0”可求得“HHI* ”。
④临界值的计算方法同前所述。
⑤ 当然，这里只是说从整体上看应当提高大规模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多样性，其中具体省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
析。比如广东和江苏两省的 HHI 大于临界值，SI 小于临界值，对于广东和江苏则应提高其高技术产业的专业性。
其他省份情况同理。

⑥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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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fi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n
High-tech Industry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e-level Panel Data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LIU Peigang，WANG Haijun
( School of Economics，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Shannon-Wiener Index and Kullback-Leibler Divergence to measure

diversity and specialty of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al structur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near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

tween them and economic growth，especially the impacts of the structure of high-tech industry and scale structur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on growth are examined． Firstly，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U-shaped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

ternal structure of high-tech industry and economic growth under different industrial levels，namely national-level and regional-

level，based on which we can judge the direc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each region． Secondly，the dif-

ferenti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structure on national-level and regional-level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there-

fore different optimal structure should be formed in each region． Thirdly，the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encouraged

as it is conductive to growth． Lastly，to some extent，large and medium-sized high-tech enterprises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growth，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medium and small-sized high-tech enterprises need more encouragement．

Key words: high-tech industry; structure; specialization; service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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